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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72年9月25日,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经过数日会

谈,中日双方于同月29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然而,在日本国内亲台势力依旧

强大、中日谈判立场尚存分歧、日美同盟关系恐受影响、国内民生问题亟待

解决的情况下,田中为何在7月7日上任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将其对华政

策偏好从渐进观望转向亲访复交———决定在短期内通过访华以实现中日关

系正常化? 既有的国际形势变化论、国内领导人更替论、中日互动论均无法

全面解答这一问题。本文基于前景理论,提出了说服工作的分析框架,从手

段和程度两个维度解释一国如何推动另一国领导人接受风险,改变政策偏

好。对历史案例的过程追踪表明,中国通过对田中进行高度的施压与许诺,

有效改变了其现状预期,使其接受风险,采纳亲访复交作为政策偏好。通过

探索前景理论在合作性情境中的能动运用,本文建构了一国何以推动另一

国加速开展关系重建的理论框架,在理论上创新了战略互动中的偏好塑造

逻辑,同时在实践上对于修复敌对关系、缓解战略竞争、改善国际环境具有

一定的政策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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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1972年9月25日,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经过数日会谈,中日

双方签署并发表《中日联合声明》,结束了两国长达数十年的不正常状态,实

现了邦交正常化。对于田中的访华及中日双方首脑历经谈判所实现的关系

重建,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这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和中美关系解冻等国际形势

变化以及日本国内政权更替的共同作用所带来的结果。① 尽管上述变化确

实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既有研究难以解释为何田中在

出任首相的一个月内,对华关系的决策出现了从渐进观望到接受风险的偏

好变化,决定通过亲自访华实现关系正常化。

在上任伊始,田中虽然认为有必要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但是对此缺乏

信心,无意在短期通过亲自访华的方式一举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而是倾向

于采取渐进接触、长期谈判的方式。② 此时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将在1973年

年底前择机进行的参议院选举,因此田中还需要妥善处理社会福利、物价、

日美贸易等其他一系列国内外政治事务。③ 在此期间,如能成功实现中日关

系正常化,将带来可观的政治资本,但是中日立场分歧、国内亲台势力的反

对、国内民生政策的拖延和美国的牵制等诸多问题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能否

顺利实现以及实现后田中的政治前途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如

①

②

③

崔修竹:《美国尼克松政府与日中邦交正常化(1969—1972)》,载《史学集刊》,

2015年第6期,第115—123页;五百旗头真著、吴万虹译:《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

2010》,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115页;井上正也:「国交正常化 一九七二

年」,载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著:『日中関係史
 

1972—2012
 

I政治』,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2年 版,第 45 页;Midori
 

Yoshii,
 

“The
 

Creation
 

of
 

the
 

‘Shock
 

Myth’:
 

Japan􀆳s
 

Reactions
 

to
 

American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1971—1972,”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15,
 

2008,
 

pp.132-143.
古井喜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秘話」,载『中央公論』,1972年12月号,第144—

146页;「首相訪中 早まるか 総選挙前にも 具体行動急ぐ」,载『朝日新聞』,1972年

7月10日;「一気に復交か 二段の交渉か 日中正常化方式に両論 外相、早期調整迫

られる」,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31日。
「今後の政策、波乱含み田中内閣 3k、がまず難題『日中』福田派のカゲ」,载

『朝日新聞』,1972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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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华因双方分歧难以弥合而失败将引发倒阁运动;当因投入中日关系正常

化而耽搁的国内经济问题遭遇景气下行而加剧时,会导致国内不满、选举失

利;对华关系进展过快也可能会招致美国的不满,为日后的美日关系埋下

隐患。

由此可见,对于田中而言,中日关系正常化存在不可忽视的风险。因

此,基于理性预期,田中本应首先以短期内解散国会、赢得选举为目的,着手

处理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与此同时,再与中国进行中高级别的接触,在据

此回应国内民众期待的同时,根据交涉进展以及国外形势决定访华时机及

访华目的。就时机而言,是在大选前访问并将此作为政治成绩,还是待选举

后再行处理? 就目的而言,是通过访华达成正式开启复交的合意,还是据此

实现复交? 上任伊始的田中也是如此计划的,他对邦交正常化持观望态度,

主要考虑的是政治日程问题,即在国会选举结束后还是推后国会选举投入

中国问题①,对实现方式及日程均含糊其辞②。因此,当时外界普遍推测田

中访华的时间在1972年年底或者1973年年初。③

尽管认为只有一半的成功概率,田中却在出任首相的一个月内抱着破

釜沉舟的决心,转而做出了短期亲自访问中国、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决

定,开始着手推动党内共识的形成,征得美国的同意,并将其他重要国内政

①

②

③

古井喜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秘話」,第146页。
田中在上任后接受法国记者的采访中说:“我正在不太着急地寻找对华接近的

时机,不过,现在也可以说,日中间的政府谈判不久即将开始。”
 

详见「政府間交渉 近々
始まろう」,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10日;外相大平在1972年7月7日的记者会见

中表示:“由于内阁刚成立,尚未决定日后的政治日程。因此(包括中日交涉开始在内)工
作顺序也应当依据政治日程确定。虽然我认为为了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首相或者外相

在某个阶段访中是必要的,但是当前尚无自信确定这什么时候会发生。”
 

详见「首相か外

相の訪中も ある段階で必要 日中問題で大平外交語る」,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

8日;1972年7月11日,田中在与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的会谈中说:“应该彻底进

行政府间的堂堂正正的谈判,但是具体进行什么样的谈判,还不好宣布。”
 

详见「現内閣

で日中復交 政府交渉も早い首相と会談後佐佐木更三氏」,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

11日;在1972年7月19日的记者会见中,田中对于记者提出的有关是否以及何时访问

中国等具体问题采取回避态度,详见「田中首相が就任初記者会見」,载『朝日新聞』,1972
年7月20日。

「首相訪中に先立ち 外相、訪米し協議 米は“安保空洞化”憂慮」,载『朝日新

聞』,1972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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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日程推后处理。① 由此可见,田中的中国政策偏好在短期内经历了从渐进

观望到亲访复交的明显变化。为什么田中角荣的对华政策偏好会发生这一

变化,做出短期内访华、实现复交的决定? 当前主流的外交政策偏好分析或

是将偏好视作既定,通过一国的偏好分析其外交行为,或是从国际结构和国

内政权更替等角度解释外交政策偏好的变化。② 本文认为,这些视角忽视了

战略互动的能动塑造作用,难以解释为何在上台初期,在国际结构和国内政

治并未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形下,田中选择接受风险,改变对华政策偏好,决

定通过亲自访华的方式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基于此,本文提出说服工作

的解释框架,分析一国如何结合许诺和施压两方面的策略,塑造对象国领导

人的偏好,并推动其做出风险决策。

探究田中缘何做出亲访复交的决定以及提出说服工作的解释框架,本

文具有以下意义。第一,通过展现关系重建中领导人所面临的相关风险和

领导人对此所存在的若干政策偏好,本文进一步从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两

个方面深化了对于关系修复外交的理解与认识,从相关决策的制定角度解

释了关系重建的发起过程与动力。第二,通过借鉴前景理论中的损失框定

和风险接受等概念,本文将施压这一消极维度的要素引入合作性情境的研

究中,探究一国何以有效推动另一国领导人接受政策风险,开启交涉。

第三,通过发掘在国际战略互动中,一国何以借助国际形势变化能动地塑造

对象国领导人的偏好以影响其政策制定,而对象国领导人又是如何权衡国

内政局和国际形势做出决策的,本文进一步探究了国际环境变化和国家领

①

②

古井喜实著,田家农、田红译:《日中关系十八年:古井喜实回忆录》,中国和平出

版社1993年版,第218、220页;前野雅弥:『田中角栄のふろしき
 

:
 

首相秘書官の証言』,
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9年版,第124页;「来月初めに党首会談 秋の政治休戦提唱

へ」,载『朝日新聞』,1972年8月8日。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苏长和校:《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Jeffry
 

A.Frieden,
 

“Actors
 

and
 

Preferen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avid
 

A.
Lake

 

and
 

Robert
 

Powell,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42-45;
 

D.Scott.Bennett,
 

“Democracy,
 

Regime
 

Change,
 

and
 

Rivalry
 

Termination,”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22,
 

No.4,
 

1997,
 

pp.369-397;
 

Robert
 

Schub,
 

“When
 

Prospective
 

Leader
 

Turnover
 

Promotes
 

Pea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4,
 

Issue
 

3,
 

2020,
 

pp.510-522.



92   国际政治科学(2024年第1期)

导人反应之间的中间机制。

二、
 

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为何田中角荣的中国政策偏好在短期内出现显著变化,从倾向于规避

风险的渐进观望转向接受风险的亲访复交? 对于这一问题,既有研究并未

给予充分解释,而是更多聚焦于国家的层面,从国际环境变化和国内领导人

更替等视角论述日本对华政策偏好的变化。

国际形势变化的视角主张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重返联合国和美日关

系的变化等要素影响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偏好。① 首先,中美关系的改善部分

消减了美国对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反对立场,使得日本得以跟随美国,同中国

展开官方接触。其次,中国重返联合国再度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合

法政府的地位,使得战后基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旧金山体制开展外交工作

的日本政府不得不与中国接触,建立邦交。最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

于美日贸易摩擦、“尼克松冲击”等原因,日本对美信赖感降低,美日关系开

始出现裂痕。再加上两国之间的国力差距逐步缩小,日本开始探索在日美

安保体制下开展自主外交。中日关系正常化就被看作自主派领导人对于日

本独立外交的尝试和对美不满的表达。② 上述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日本推动

中日关系正常化扫除障碍、奠定条件,抑或是提供了动力,能够从宏观视角

解释日本对华政策偏好的变化。本文则计划从微观视角对既有文献进行补

充,以领导人互动的视角进一步探究田中上任后,在上述国际形势的显著变

化已经基本固定的情形下,其对华政策偏好的变化及其原因,借此对国际层

①

②

崔修竹:《美国尼克松政府与日中邦交正常化(1969—1972)》,第115—123页;五
百旗头真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第110—115页;井上正也:「国交正常化 一

九七二年」,第45页;井上正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

版,第468页;
 

Midori
 

Yoshii,
 

“The
 

Creation
 

of
 

the
 

‘Shock
 

Myth’:
 

Japan􀆳s
 

Reactions
 

to
 

American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1971—1972,”
 

pp.132-143.
五百旗头真著、周永生译:《日美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230—

239页;北冈伸一著、王保田等译:《日本政治史:外交与权力》,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版,第148—152页;孙崎享著、郭一娜译:《日美同盟真相》,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

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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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解释和领导人个人层面的解释进行沟通,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中日关系

正常化的成因及其过程。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在中日关系正常

化的进程中极其注重美国的态度,实时向其汇报进展并征求意见。① 因此难

以将中日关系正常化看作日本独立外交的有效尝试及对美不满的表露。

日本对华政策偏好的变化也被认为受到了国内领导人更替的影响———

倾向于推动中日复交的田中角荣取代了对此持保守立场的佐藤荣作成为日

本首相。② 就田中对华政策偏好的来源而言,既有研究认为,田中在外交经

验方面的缺失使他更容易受到自民党内部大平正芳、三木武夫等亲华派

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动机。同时,田中的政治勇

气、手腕、智慧等也帮助其力排党内争议和美国牵制,克服政治阻碍,做

出了进行关系重建的决断。这一视角属于个人决定论的范畴,未能充分考

虑国内外环境对领导人决策的影响;同时还忽视了上任初期的田中在中国

问题上缺乏信心、保持谨慎姿态,计划采取渐进策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

事实。③

也有研究从中日两国互动的视角,探究中国如何通过积极对日工作塑

造田中角荣的中国政策偏好,使其决定短期内亲自访华。这一视角认为,新

中国成立以来开展的以“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为核心的对日外交工作在日

本民间和在野党中形成了较为友好的对华舆论氛围,使得中日关系正常化

①

②

③

DNSA,
 

Japan
 

and
 

the
 

U.S.,
 

1960—1976
 

United
 

States,
 

Japan􀆳s
 

Plans
 

for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with
 

PRC,
 

Embassy
 

(Japan),
 

July
 

15,
 

1972:
 

p.1;
 

DNSA,
 

Japan
 

and
 

the
 

U.S.,
 

1960—1976
 

United
 

States,
 

Kosaka
 

Discusses
 

GOJ
 

Philosophy
 

and
 

Strategy
 

on
 

China
 

Issue,
 

Embassy
 

(Japan),
 

July
 

21,
 

1972:
 

p.1;
 

DNSA,
 

Japan
 

and
 

the
 

U.S.,
 

1960—1976
 

United
 

States,
 

Japan/PRC
 

Relations:
 

Nixon/Tanaka
 

Meeting,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7,
 

1972:
 

p.1.
张跃斌:《试析田中角荣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原因》,载《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3年第3卷:第44—51页;緒方貞子:『戦後日中·米中関係』,添谷芳秀訳(译)、東京

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第179—181页;
 

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田中角栄、大平正

芳、官僚たちの挑戦』,中公新書2011年版,第59—76页。
「首相訪中 早まるか 総選挙前にも 具体行動急ぐ」,载『朝日新聞』,1972

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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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2年成了影响日本领导人政治前途的重大问题。① 此外,在田中上任

后,中国还通过邀请日本政治家访华和派遣芭蕾舞团访日等方式积极寻求

同田中政府的接触。尤其是公明党委员长访华所带回的“竹入笔记”因载有

中方《共同声明》草案,明确了立场和底线,被认为是促使田中下定访华决心

的决定性因素。② 然而,这一视角仍未能回答田中为何决定接受风险、通过

亲自访华实现复交。虽然“竹入笔记”等中方的积极举措确实提升了田中及

其决策团队的信心,但是短期内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依旧在交涉结果、国内

政治、对美关系等方面存在显著风险。就此而论,田中缺乏冒险实现中日关

系正常化的充分动力,理应进一步进行接触和试探。田中在得到“竹入笔

记”后,对于是否要在9月访华仍旧存在一定迟疑:“9月的话……要是失败

的话就必须辞职了吧。”③可见,仅聚焦于积极许诺将难以回答田中决定冒险

的动机问题,需要进一步就对日工作的手段进行类型学划分,发掘并提炼中

国是如何通过施加压力等手段推动田中做出访华决定的。

上述视角从国际形势变化、领导人更替和国家间互动等角度,探究推动

中日关系正常化成为日本抑或是日本领导人偏好的原因,有助于辨析中日

①

②

③

何立波:《廖承志与中日关系正常化》,载《党史博览》,2005年第2期,第41—44
页;王效贤:《跟随廖承志开展对日工作》,载《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第88—99
页;黄大慧:《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年版;刘建平:《理解“廖承志时代”:战后中日关系的传播政治学》,载《现代传播》,2012年

第10期,第28—34页;周斌:《我认识的日本问题专家廖承志》,载《史传》,2012年第4
期,第41—44页;邓卫红、陈国文:《廖承志在中日民间外交向半官半民外交转变中的作

用述论》,载《历史教学》,2013年第10期,第43—47页;胡鸣:《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张历历:《新中国和日本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6年版,第114页;刘世龙:《冷战前期中国的对日政策研究———兼论两国复交后存

在的两个隐患》,载《日本学刊》,2018年第4期,第30—46页;鹿雪瑩:「古井喜実と日中

国交正常化:L
 

T·M
 

T貿易の延長戦から見る日中国交正常化」,载『史林』2010年第93
号,第310—345页。

胡鸣:《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竹入义胜身份与作用的考辩》,载《中共党史研究》,

2008年第5期,第51—58页;胡鸣:《日本在野党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载《日本研究》,

2010年第2期,第102—103页;林晓光:《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日本公明党和“竹入

笔记”》,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96—100页。
森田一:『心の一燈――回想大平正芳 その人と外交』,第一法規2010年版,

第108页。



说服工作与日本对华建交偏好的转变 95   

关系正常化的成因与过程。然而,国际形势变化和领导人更替的视角倾向

于把国家的偏好等同于领导人的偏好,忽略了领导人基于个人政治利益考

量而形成偏好的过程,因而对于田中上台后所经历的偏好变化及其原因缺

乏关注。国家互动的视角虽然对中国对日工作有一定的研究,但是依旧无

法回答田中为什么愿意接受风险、改变偏好。本文将领导人作为研究主体,

基于前景理论,提出说服工作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田中如何在中国的积极

推动下,选择接受风险,决定通过亲访实现复交的动力过程。

三、
 

说服工作与风险决策:
 

建交偏好转变的分析框架

因日方发动的侵华战争和战败后推行的反共亲台外交,中日长期陷入

相互隔绝、敌对的不正常状态。中日关系正常化旨在结束这一不正常状态

并在两国间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属于关系重建的范畴。关系重建是指因战

争或政治对立而导致关系断绝的国家间停止对抗、恢复往来乃至外交关系

的一种关系状态的变化。① 由于关系重建需要缓和对立,相关国家就不得不

展现出善意姿态甚至做出妥协让步。意图进行关系重建的领导人往往会面

临由敌国的背叛、盟友的质疑、国内的反对所构成的多重风险。② 在关系重

建中,首脑会晤具有重大阶段性意义。一方面,首脑会晤为两国高层直接交

换意见提供机会,能够有效化解分歧、增进互信;另一方面,首脑会晤也是两

国关系重建出现重大进展的信号,可以展现双方领导人的复交决心。③ 然

①

②

③

查尔斯·库普乾著、宋伟等译:《化敌为友:持久和平之道》,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28页;泉川泰博著:「序論 関係回復の論理と実証:分析の射程と視点」,
载『国際関係』2019年第195号,第1—3页。

王成至:《中美缓和进程中美国决策者对风险的认知与应对》,载《西部学刊》,

2013年第10期,第33—38页;Christopher
 

Mitchell,
 

Gestur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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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Contributing
 

to
 

Successful
 

Olive
 

Branch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p.245.
Todd

 

Hall
 

and
 

Keren
 

Yarhi-Mil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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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
 

Impressions,
 

Costly
 

Signaling,
 

and
 

Assessments
 

of
 

Sincerity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6,
 

No.3,
 

2012,
 

pp.560-573;
 

David
 

E.Banks,
 

“The
 

Diplomatic
 

Presentation
 

of
 

the
 

Stat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Diplomatic
 

Collaboration
 

during
 

the
 

US-
Iran

 

Hostage
 

Cri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3,
 

No.4,
 

2019,
 

pp.1163-
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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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因如此,首脑会晤也会面临来自国内鹰派的强烈反对。同时,当关系

重建的对象与盟国存在对立关系时,两国间的首脑会晤也会受到盟国的牵

制。此外,首脑会晤由领导人亲自展开,一旦失败,将难辞其咎,影响其个人

的政治生命。由此可见,从开展关系重建到通过首脑外交实现复交,领导人

面临的风险逐级递增。因此,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持有渐进观望的偏

好———通过反复同对方接触,逐步确认对方意图,并只有在具有十足把握的

情形下,才会通过会晤访问实现关系重建。

在关系重建的情境中,出于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等方面的考量,一国可

能意图尽快展开首脑外交,实现关系重建。该国就可以通过相应的言行在

互动中将对方国家领导人的偏好从渐进观望重塑为更具风险性的亲会复

交①———在短期内通过领导人间的亲自会晤,恢复两国间的外交关系。这类

一国在国际行动中的有关言行属于说服的范畴,即在不通过物质性强制手

段的前提下,使对手做一些其本不愿意立即从事的行为。相关研究主要集

中于建构主义路径中的规范传播及扩散。说服被视为弱国或者非国家行为

体等缺乏物质实力的弱势一方对大国施以影响的重要手段。② 弱势一方通

过有技巧和策略的说服改变对手的价值观念和利益判断,进而使其接受原

本不会接受的规范,从而实现规范的传播。③ 然而,这一部分研究更多解释

①

②

③

在关系重建中,双方领导人可能会前往彼此国家或第三国进行会晤,因此将这

一偏好命名为“亲会复交”更为贴切。而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中,中国需要田中角荣访问中

国实现复交,因此为了更为符合经验事实,在案例部分,本文将这一偏好命名为“亲访

复交”。
阿米塔·阿查亚著,姚远、叶晓静译,张发林校:《建构全球秩序:世界政治中的

施动性与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Richard
 

Price,
 

“Reve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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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Targets
 

Land
 

Min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3,
 

1998,
 

pp.613-644.
玛莎·芬尼莫尔著、袁正清、李欣译:《干涉的目的:武力使用信念的变化》,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Darren
 

Hawkins,
 

“Explaining
 

Costl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Persuasion
 

and
 

Enforceable
 

Human
 

Rights
 

Nor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8,
 

No.4,
 

2004,
 

pp.779-804;
 

Nicole
 

Deitelhof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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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egalization:
 

Charting
 

Islands
 

of
 

Persuasion
 

in
 

the
 

ICC
 

Ca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3,
 

No.1,
 

2009,
 

pp.33-65;
 

Jack
 

Snyder,
 

“Dueling
 

Security
 

Stories:
 

Wilson
 

and
 

Lodge
 

Talk
 

Strategy,”
 

Security
 

Studies,
 

Vol.24,
 

No.1,
 

2015,
 

pp.171-197.



说服工作与日本对华建交偏好的转变 97   

的是一国何以被说服,以至于采取原本不符合本国利益的行为,例如接受在

未来可能会限制本国行动自由的规范等,因而难以解释一国及其领导人所

采取的冒险行为。

本文拟从条件维度对说服的有关理论框架做出充实,分析在什么条件

下一国能够通过说服工作推动对方国家领导人采取冒险行为。具体而言,

本文将关系重建中,一国将另一国领导人的偏好从渐进观望塑造为亲会复

交的过程视为说服工作,进一步分析说服工作何以能够推动该领导人接受

风险,在短期内开启关系重建进程。本文假定一国的领导人能够主导该国

的对外政策制定;领导人根据“成本—收益”评估来衡量是否实行某一政策;

此外,个人政治利益是其制定外交政策时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本文将能

够显著影响一国外交政策的领导人视作另一国展开说服工作的主要对象。

同时,本文将开展说服工作的国家称为发起国,而将说服工作的对象国家称

为对象国。有效的说服工作需要改变对方领导人的政策偏好,使其放弃渐

进观望,转为采取风险更高的亲会复交。就此而论,对象国领导人在什么条

件下将会更倾向于接受风险? 该领导人为什么会将亲会复交这一特定的风

险选项采纳为政策偏好? 对此,相较于基于理性预期,主张风险回避和效用

最大化的预期效用理论,前景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启发。①

(一)
 

前景理论与领导人的风险接受

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主要用于解释个体如何在不确定状况下确

立偏好,做出选择。② 该理论认为,相较于变化的绝对量,个体对变化的相对

量更加敏感,且厌恶损失。因此,在损失和收益的不同情境下,个体倾向于

做出不同选择。具体而言,个体在收益情境下是风险规避的,在损失的情境

下则更加趋向于接受风险。前景理论将决策分为 两 个 阶 段:(1)框 定

(framing),即 个 体 初 步 评 估 不 同 的 选 项,得 出 简 化 结 果;(2)评 估

(valuation),即个体评估不同选项,选择其中分数最高的。

①

②

林民旺:《前景理论与外交决策》,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1期:第62—68页。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47,
 

No.2,
 

1979,
 

pp.26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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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领域,前景理论主要用于分析国家及领导人的风险偏好和

决策。① 风险由行为带来的可能结果之间的差(variance)决定。② 换言之,

一个选项的风险由它能产生的最好结果和最坏结果之间差异的大小决定。

一般而言,结果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大,该选项的风险也就越高。由于危机中

国家行为的巨大不确定性,主流研究倾向于将领导人的强硬举措视为冒险,

运用前景理论分析危机或战争的起源。③ 尽管关系重建属于合作情境,但是

正如上文所述,在关系重建中,领导人依旧面临国内反对、盟友质疑以及被

敌方愚弄的可能性。一方面,成功的关系重建有利于改善国际环境、扩大经

贸往来,给领导人带来更加广泛的国内政治支持,从而帮助领导人获得政治

资本。然而另一方面,贸然进行关系重建可能会恶化同盟关系;加剧国内的

政治对立,引发反对团体的反扑,危及领导人的政治地位;失败的关系重建

更会对领导人的政治生命及该国的国际声誉造成巨大伤害。由此可见,由

于最好和最坏结果之间差异巨大,关系重建具有显著的高风险性。此外,出

于理论适用范围的考量,风险决策的实现概率被认为不能过高。换言之,若

一个风险决策的实现概率无限接近于100%,则决策者即便不处于损失框定

也会选择接受风险。例如,坐飞机的确存在一定的事故风险,但是安全抵达

的概率无限接近于100%,因此人们也都并不排斥乘坐飞机出行。就关系重

①

②

③

苏若林:《外交决策中的风险偏好:概念与形成》,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

4期,第 77—105 页;Jack
 

S.Le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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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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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而言,由于双方需要对之前存在的分歧乃至纠纷达成共识或加以解决,谈

判破裂的可能始终存在,其实现概率也就并非十拿九稳。因此,由于关系重

建具有高风险性,且实现概率有限,前景理论可以应用于分析合作情境中领

导人在改变现状时的冒险行为。① 此外,与风险所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

同,损失则是更为确定的———若继续任由事态发展,将必然带来负面影响。

例如,当国内政治局势不利时,如领导人选择无动于衷,将导致其下台。

前景理论为一国开展的说服工作何以有效推动对方国家领导人采纳高

风险偏好提供了一定启发。首先,在框定阶段,决策者依据参考点(reference
 

point)将预期框定为收益域或者损失域。当前学界主要依据现状、抱负、启

发式、类比、情感等确定参考点。由于关系重建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领

导人往往会基于选举、支持率、政权稳定性等政治考虑确立偏好,因此本文

主要根据领导人巩固并扩大自身政治权力的抱负作为确定参考点的依据。

当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和扩大自身政治权力时,领导人将预

期框定为收益域;反之,当形势进展无利于领导人维持或扩大政治权力时,

则预期通常被框定为损失域。例如,当政治局势的发展有益于领导人赢得

大选,则领导人通常将预期框定为收益域;反之,当政治局势因国内经济低

迷或政府丑闻等因素陷入不利时,领导人通常将预期框定为损失域。

其次,在评估阶段,决策者主要通过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和权重函

数(weight
 

function)的乘积所得分数对可行选项做出权衡,确立政策偏好。②

换言之,决策者是否选择接受风险由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共同决定。价值

函数主要由决策者在框定阶段对现实状况的判断决定。当预期被框定在收

①

②

有关运用前景理论分析关系重建中领导人的冒险行为,详见尹继武、李宏洲:
《观众奖赏、损失框定与关系解冻的起源:尼克松对华关系缓和的动力机制及其战略竞争

管控启示》,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4期,第34—64页;Sha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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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域时,决策者倾向于回避风险以保证收益,风险选项的价值较低;当预期

被框定在损失域时,相比于接受确定的损失,决策者更加倾向于冒险以尝试

规避损失,因此偏向于接受风险,风险选项的价值更高。① 例如,在1938年9
月慕尼黑危机处于高潮期间,罗斯福总统的框定在戈德斯贝格会议后转向

损失域,从认为欧洲战争与美国无关到认为会对美国带来影响。尽管介入

存在着多重风险———干预无效引发局势恶化抑或是导致不利的国内政治后

果,但为了规避欧洲战争爆发给美国带来的损失,罗斯福的偏好开始从风险

规避的消极旁观转向了风险接受的积极介入。② 因此,当维持现状将导致政

治利益受到负面影响,难以实现巩固及扩大政治权力这一政治抱负时,领导

人会将预期框定为损失,对风险选项赋予更大价值。在关系重建的情境中,

这主要体现为当领导人认为政治局势发展对于自身政治地位造成不利影响

时,其则会更为偏好风险选项。

权重函数则主要依据决策者对相关选项实现概率的评估决定。一般而

言,决策者对于实现概率的评估受到客观的认知扭曲和个人背景等多种因

素影响。③ 客观的认知扭曲主要在两个方面影响决策者的概率评估。第一,

决策者往往倾向于高估低概率事件,低估中概率和高概率事件;第二,决策

者对于发生于低概率和高概率事件的变化敏感,对于发生于中概率事件的

变化不敏感。④ 因此,当高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时,决策者对

这一事件实现概率的评估会显著增加。同时,决策者在相关领域丰厚的专

业知识能够帮助其克服客观认知扭曲问题,进行更加线性的概率评估。⑤ 因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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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国对另一国持续发送善意信号,将能够显著增加对方领导人对于选择

接受风险、实施关系重建的成功概率的判断,从而增加该选项的权重。

综上所述,当领导人将预期框定为损失域时,风险选项在价值函数上的

分值就会增加;当领导人认为某一选项的成功概率高且显著增加时,就会提

高该选项在权重函数上的分值。换言之,价值函数决定领导人是否会选择

风险选项,权重函数则决定领导人会选取哪一个风险选项。当某一风险选

项的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得出的乘积得分比其他选项的乘积更高时,领导

人就会将该风险选项确立为政策偏好。由此可见,领导人在两个条件下更

倾向于采纳风险选项作为政策偏好:(1)领导人的框定越来越倾向于损失;

(2)领导人对某一风险选项的实现概率的评估越来越高。下一部分将基于

前景理论对说服工作进行理论构建。

(二)
 

说服工作与领导人的风险选择

基于上述讨论,当对预期的框定越倾向于损失且认为某一风险选项的

实现概率更高时,领导人将更有可能采纳该风险选项作为政策偏好。因此,

说服工作可以从两个方面推动对象国领导人将亲会复交采纳为政策偏好。

第一,将对象国领导人的预期框定由收益域转向损失域,使其更加倾向于接

受风险。第二,增加对象国领导人对亲会复交评估的成功概率,将此塑造成

一个值得冒险的政策选项。为了在改变对象国领导人预期框定的同时增加

其对特定风险选项成功概率的判断,有效的说服工作需要同时结合施压和

许诺的手段;同时,还需要反复开展,以确保能够有效影响对象国领导人。

于是,说服工作可以被分为手段和程度两个维度。

1.
 

说服工作的维度:
 

说服手段与说服程度

就如何改善双边关系而论,既有研究聚焦于通过消除疑虑、道德感化等

较为友好的手段增进对象国领导人的合作偏好。① 然而,仅凭迎合往往难以

① 查尔斯·库普乾:《化敌为友:持久和平之道》,第32—42页;刘舒天:《美国对华

接触政策为何长期延续?》,载《外交评论》,2019年第3期,第82—119页;刘舒天:《战略

释疑与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转向》,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1期,第120—166页;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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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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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2,
 

No.4,
 

2021,
 

p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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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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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ful
 

O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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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推动对象国领导人接受风险、改变偏好,甚至可能会导致其认为己方正

处于有利地位,进而提出更高要价。因此,需要进一步基于说服工作的手段

性质进行分类,纳入具有一定消极性质的说服手段。建构主义路径下关于

规范说服的研究中所提到的社会压力为本文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一定的启

发。这一路径认为,说服能够产生国际社会压力,主要包括道德压力、地位

压力,以及由此激发的羞辱感和焦虑感对于说服对象国接受有关规范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①

虽然规范说服路径主要解释的是被说服国家所采取的高成本行为,关

注的是说服所产生的国际舆论压力,但是这依旧对本文的理论建构产生了

一定启发。本文主要根据关系重建特征,将国内政治压力和国际议价压力

纳入分析框架之中。本文认为,在一国针对另一国领导人开展说服工作时,

既要施加压力影响其现状预期,推动其接受风险;又要通过积极许诺对该领

导人进行安抚,增加其冒险开展关系重建的信心,进而重塑其政策偏好。不

同形式的说服工作对于领导人维持现行政策时的政治利益产生不同影响。

前者会在领导人不改变现状时给其带来损失;后者则不仅不会给意图继续

维持现状的领导人带来任何损失,甚至还会给其带来收益。因此,依据一国

行动对另一国领导人维持现行政策时的政治利益影响是否消极,本文将说

服工作的手段分为施压和许诺两个维度。

1)
 

说服手段:
 

施压与许诺

一方面,以施压为主要手段的说服工作通过改变对象国领导人所处的

决策环境,使其预期框定更偏向于损失,进而推动其接受风险。进一步而

①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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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对于预期框定处于损失的领导人而言,相比于风险更低的渐进观望,选

择风险更高的亲会复交可能更有助于挽回损失,因而具有更高的价值函数。

施压性说服工作主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对该领导人施加压力,迫使其

做出损失框定。第一,在国际层面,同对象国的盟国和友好国家进行关系缓

和。通过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能够使对象国产生出一定的被孤立感,同

时引发对象国和盟国之间的猜忌。这将使对象国领导人认为该国所面临的

外交形势不利。同时,国内民众也会认为该国在外交上已经落后于同伴国

家,进而质疑领导人的外交能力。无论是外交形势上的悲观判断,还是民众

对于领导人外交能力的质疑,都将推动领导人将预期框定为损失。

第二,在国内层面,一是限制与关系重建有关的政策选项———发起国通

过公开或秘密渠道向对象国表示只接受以特定的方式进行关系重建。例

如,只接受在特定的期限内进行关系重建,或是只认可双方首脑会谈作为谈

判渠道。如果对象国领导人不遵从,而是继续维持现行政策,关系重建进程

将陷入停滞乃至失败,对领导人的政治利益造成损失。二是同对象国领导

人的政治对手积极接触,以赋予其在相关政策领域内的议程设置和监督能

力。据此,反对党、党内反对派等该国领导人的政治对手成了关系重建的政

策倡议者,督促领导人尽早实现关系重建,并对领导人在该议题上的拖延和

敷衍进行批判。于是,当足够多的政治对手成为关系重建的政策倡议者时,

领导人继续维持现状将会招致更多批判,对领导人的政治声誉造成不利影

响,导致领导人更有可能将预期框定为损失。在施压性说服工作的作用下,

领导人面临的压力逐步上升,继续维持现状将对其个人政治利益带来不利影

响,领导人的预期框定将更有可能转向损失域,进而更加有可能接受风险。

另一方面,许诺性说服工作则通过增加领导人对特定风险选项评估的

成功概率,促使其采纳该选项作为政策偏好。许诺性说服工作体现为通过

各种方式及渠道向对方承诺关系重建一定能够成功实现。其具体手段既包

括通过公开宣言、邀请访问、派遣使节等方式向对方释放善意信号,表明对

两国早日恢复关系的期待;也包括对于对象国此前呈现出的试探性姿态做

出积极回应。① 许诺性说服工作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其可信性,一般认为更高

① G.R.Ber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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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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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4,
 

pp.12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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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行动更具有可信性。一般而言,公开的宣言或者高级别使者的正式

访问具有较高的成本,能够可信地传达欢迎访问以及交涉立场等信息。此

外,也有研究认为,外交沟通被泄露后会给相关领导人带来巨大成本,且始

终存在着被泄露的风险,因此秘密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一类昂贵信号,

能够传递可信信息。① 在许诺性说服工作的作用下,对象国领导人将能够接

收到善意信号,感受到发起国的诚意,逐步打消对首脑会晤失败的疑虑,建

立起双方能够有效化解分歧的信念。于是,对象国领导人对于关系重建成

功的概率的判断不断提升,进而亲会复交成为值得冒险尝试的选项。②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许诺性说服工作能够有效增加亲会复交这一风险

选项的权重函数,但由于该工作本身无法致使对象国领导人做出损失框定,

因此亲会复交的价值函数并不会得到提升。换言之,如若只进行许诺性说

服工作,亲会复交的权重函数在一定程度上会得到提高,但是对于预期框定

处于收益域、倾向于风险规避的领导人而言,相比于实现概率近乎百分之百

的渐进观望,亲会复交并非最优选项。因此,只有在施压性说服工作和许诺

性说服工作的共同作用下,风险决策才能成为对象国决策者的最优选择。

然而,说服工作若要发挥作用,则需要重复多次进行,以对对象国领导人产

生充分的影响。下一节将分析说服工作的程度维度。

2)
 

说服程度:
 

高度与低度

说服工作是发起国旨在使对象国领导人接受风险,进行关系重建所使

用的策略。若想要使说服工作有效推动对方接受风险、改变偏好,就需要多

次说服,以确保对领导人产生有效影响。具体而言,只有在重复进行施压性

说服工作时,才能显著增加对象国领导人对于维持现状的损失预期。③ 同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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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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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反复进行许诺性说服工作时,领导人才能感到发起方对于关系重建的

诚意,并增加其对关系重建成功的信念。① 反之,领导人则难以改变其前景

预期或是对于特定风险选项的成功概率的判断。本文将进行多次施压或许

诺性说服界定为高度说服,进行单次则界定为低度说服。此外,当某一特定

维度的说服工作进行的次数越多时,则越能推动领导人的决策产生相应

变化。

2.
 

说服工作的类型与结果

结合说服工作的手段与程度,如图1所示,可以获得四种说服工作的类

型:高度许诺、低度许诺、高度施压、低度施压。第一,当说服手段为许诺且

进行多次时,则为高度许诺。在高度许诺下,对象国领导人对于风险选项成

功的信念将会显著提升。第二,当说服手段为许诺,但仅进行单次时,则为

低度许诺。此时,对象国领导人对于风险选项成功的信念将难以出现明显

改变。第三,当说服手段为施压且进行了多次时,则为高度施压。在高度

  

图1 说服工作的类型

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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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压下,对象国领导人将预期框定从收获调整为损失,更倾向于选择风

险选项。第四,当说服手段为施压但次数为单次时,则为低度施压。在

此情形下,对象国领导人对于预期的框定难以出现调整,因此会排斥风险

选项。

如图2所示,将上述四类说服工作类型根据施压和许诺的程度性进行匹

配,可以得出四种说服结果:无效说服、过度迎合、过度刺激、有效说服。首

先,当施压性说服和许诺性说服均为低度时,则无法改变对象国领导人的政

策偏好,说服工作无效。其次,当高度许诺但低度施压时,将会导致过度迎

合,即对象国领导人在增加了对于风险选项成功信念的同时,并未改变其预

期框定。此时,即便领导人认为风险选项成功概率较高,但是由于当前的预

期框定为收获,其依然缺乏冒险的动机,更倾向于进一步接触和试探。此

外,发起国的反复许诺将导致对象国领导人认为发起国急于实现关系重建,

而己方正处于有利地位,因此倾向于提出更高的谈判条件,这将导致过度迎

合对方,难以达成在短期内实现关系重建的目的。再则,当高度施压但低

度许诺时,将会导致过度刺激。虽然充分的威胁类说服工作能够有效将领

导人的预期框定调整为损失,使其更加倾向于接受风险,然而,领导人更

  

图2 说服工作的手段与结果

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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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采取关系重建之外的其他风险选项。由于发起国缺乏许诺,领导人

难以提升对于关系重建成功的信念,反而有可能认为发起国充满敌意,企图

利用其政治弱点谋取更大利益,因此更有可能选择断绝接触或挑起冲突等

对抗性风险选项。最后,当许诺和威胁类说服均为高度时,能够在推动领导

人将预期框定为损失进而接受风险的同时提升其对关系重建成功的信念,

进而将开展关系重建确立为政策偏好。因此,结合高度的许诺和施压才能

产生有效说服。

在下一节中,本文将利用说服工作的理论框架解释田中的对华政策偏

好何以从渐进观望转向亲访复交。同时,本文将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半负面

案例的研究思路,通过展现不同因素组合对核心机制的不同影响来对理论

框架进行验证。① 具体而言,本文拟在案例部分考察不同类型和程度的说服

工作的匹配与田中的偏好变化之间的关系———不仅考察高度的许诺和施压

结合所产生的有效说服,也部分考察高度施压和低度许诺所产生的过度刺

激以及高度许诺和低度施压所导致的过度迎合对于田中对华政策偏好的

影响。

四、
 

田中对华政策偏好的形成:国际形势还是偏好塑造?

田中为什么会在出任首相后做出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为目的而访问

中国的决定,既有视角主要认为是国际形势变化所致。在20世纪70年代

初,中美关系解冻和中国重返联合国使中国重新回到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

这一方面为中日关系重建扫清了美国的障碍,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为了追

赶世界各国同中国复交的热潮而不得不采取行动。同时,这一国际形势上

的重要变动也显著影响了日本的国内政局,使得过去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

的首相佐藤遭受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佐藤政权的终结。换言之,此

前在涉华问题上并无出格言行的田中当选首相,并在上任后立即通过访华

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是国际形势变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然而,这一类视

① 周亦奇、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机制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

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第
 

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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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的问题在于假定国际形势变化会直接作用于领导人,认为领导人仅会据

此做出被动反应,忽略了领导人能够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内政局变化对个人

和国家利益做出权衡,在保证个人政治利益的同时最大化国家利益。因此,

这一视角无法解释田中的对华政策偏好在其出任首相后经历了从渐进观望

到短期实现亲访复交的明显变化,更无法解释田中为什么选择接受巨大风

险改变其对华政策的偏好。

田中在出任首相前,就已经对中日关系正常化产生了一定的兴趣。早

在1971年7月16日尼克松因公开访华计划所引发的“尼克松冲击”前,田中

就已经表现出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并产生了如果能够当选自民党总裁成为

日本首相,就着手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想法。在1971年7月担任自民党

干事长后,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桥本恕就认为田中将出任下届日本首相,并能

够实现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于是便在确认田中的意向后,为其准备中日关系

正常化的路线图。① 在“尼克松冲击”发生后,田中向秘书早坂茂三感叹道

“世界变了”,并更进一步坚定了就任后要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想法。②

1972年1月,桥本恕将制作完成的谈判计划交给田中,经过反复思考和讨

论,田中认为可行,于是和自己的心腹制定了上任后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

政策计划。③ 尤其是在1972年2月21日,看到尼克松访华的电视报道后,

田中更加坚定了“除了自己,没人能够处理中日问题”的想法。④ 1972年3月

底,在同即将应邀出访中国的自民党亲华派议员藤山爱一郎的会谈中,田中

表示:“一旦出任首相,立马就会去中国”⑤。

尽管如此,由于当时日本国内的保守派占据主流,且自身派系内部也存

在为数众多的亲台派议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风险,田中未在任何公开场合

就中国问题做出明确的表态,也未下定决心要在短期内为实现中日关系正

常化亲自访华。在执行公务和参加选举活动的大部分时间里,田中关于中

①

②

③

④

⑤

早坂茂三:『田中角栄回想録』,集英社2016年版、第176页。
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田中角栄、大平正芳、官僚たちの挑戦』,第46—51页。
早坂茂三:『田中角栄回想録』,第177页。
佐藤昭子:『私の田中角栄日記』,新潮社2001年版,第118页。
藤山愛一郎:『政治我が道 藤山愛一郎回想録』,朝日新聞社1976年版,第

211—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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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问题的表态模棱两可。一方面指出日本过去曾给中国带来伤害①,应当努

力尽快改善两国关系②;另一方面却从未就建立外交关系以及中国政府的法

律地位问题进行明确表态。直到1972年7月2日,为了与三木武夫和大平

正芳就总裁选举达成合作,田中才在三木的要求下发表了“基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的认识,以与该政府缔结和平条约为目标开展

交涉”的《确认事项》,首次就中国问题明确表态。③ 在7月5日,战胜福田康

夫成为新任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后,田中对于中国问题的谨慎态度依旧

没有发生显著改变。④ 虽然在出任内阁总理的仪式上,田中发表讲话,表明

要加速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⑤,但是他仍然采取了模糊态度,反复多次向媒体

记者、反对党政治家表明自己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持观望态度,且具体日期、

方式无法透露。⑥ 此时的田中虽然认为有必要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但是依

然缺乏信心,并不打算立即开始,而是想要先行聚焦于国内事务。⑦ 田中政府

在这一时期也向美国通报,目前中日关系没有进展,也不存在相应的时间表。⑧

田中在此期间的谨慎态度主要是由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存在巨大风险,

只要出一点差错,就会给其政治生命带来无可挽回的灾难。⑨ 第一,国内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国連開発会議 中国と初接触も 通産相が言明 国会の合意あれば」,载
『朝日新聞』,1972年3月23日。

「結局、三角大福の争い 三木·田中氏も出馬宣言」,载『朝日新聞』,1972年6
月22日;「総裁候補は語る 発想転換と実行を 過密·過疎は同時に解決」,载『朝日

新聞』,1972年6月25日。
「反福田三陣営 政策でも合意」,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3日。
中澤雄大:『角栄のお庭番

 

朝賀昭』,講談社2013年版,第167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下卷》,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6年版,第534页。
「政府間交渉 近々始まろう」,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10日;「現内閣で日

中復交 政府交渉も早い首相と会談後佐佐木更三氏」,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11
日;「田中首相が就任初記者会見」,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20日。

古井喜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秘話」,第144—145页;柳田邦男:『日本は燃え
ているか』,講談社1983年版,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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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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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角栄:「日中の課題は『信義』と両国民の『自由な往来』だ――いま初めて

明かす日中国交回復の秘話」,载『宝石』1984年第11号,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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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派的阻力依旧强大。即使中美关系解冻和中国重返联合国使得日本国内

形成了应早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舆论呼声,但是在日本政坛,尤其是自

民党内部,亲台保守势力的影响力依旧强大。经过多年运作,在岸信介、大

野伴睦、贺屋兴宣、滩尾弘吉、毛利松平等元老和派系领袖的组织下,形成了

以“日华协力委员会”“亚洲问题研究会”为核心的议员游说团体。他们虽并

不完全反对中日关系正常化,但是主张正常化不应操之过急,也不应接受中

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① 这些亲台团体通过首相鼓励会、中日关系正常化协

议会等各种场合向田中施压,妄图日本同时与中国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制

造“一中一台”的现实。② 因此,田中在上任时对于能否统一党内相关意见缺

乏信心,也担心在对华问题上的一些妥协让步会遭到党内追究。③

第二,对美关系的顾虑。虽然美国并不反对中日关系正常化,认为“只

要不损害美方和盟国的利益这就是日本自己的事情”,但是日本依然担心中

日关系正常化可能会影响日美关系。④ 这主要是由于日美之间在对华政策

上的进展不同。尽管中美已经实现了关系解冻,但是美国并无意在短期内

同台湾“断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日本则需要一举实现“日台断

交”和中日复交。⑤ 美国也担心日本在交涉中向中国做出过多让步,进而损

害自身战略利益,因此向日本强调,和中国改善关系并不是比赛,需要美日

两国之间充分协调。⑥ 一旦日本的对华交涉对日美安保体制或者美国的战

略利益产生负面影响,将会不可避免地激怒美国,进而影响日美关系并危及

田中的政治地位。因此,田中也不得不花费精力甚至亲自前往美国报告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中正常化 監視の姿勢強める 自民内消極派 『台湾』の扱い警戒」,载
『朝日新聞』,1972年7月25日。

「永田町」,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25日;「首相訪中へ仕上げ準備」,载『朝
日新聞』,1972年8月4日。

田川誠一:『日中交渉秘録』,毎日新聞社1973年版,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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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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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进展,并保证会避免在同中国的交涉中对《美日安全条约》中的远东条款

问题和1969年《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里涉及的台湾问题进行表态。① 田

中访华后美方的反应也确实证明了田中的担忧。据当事人回忆,田中在中

国问题上的进展速度过快,打乱了美国的战略节奏,令其不悦,而之后导致

田中下台的洛克希德事件,就被看作美国对田中的“报复”。②

第三,访问中国能否实现中日复交仍存有不确定性。尽管田中在上任

后就表示理解复交三原则③,但是依旧担心中日之间在台湾问题、战争赔偿、

日美安保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由于并不确定中方对上述

问题的立场,田中对短期内通过首脑会谈一举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缺乏信

心。1972年8月初,由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后带回的“竹入笔记”因

载有中方《联合声明》草案,被认为是传递中国谈判立场和底线的关键资料,

推动了田中做出访华决定。尽管如此,“竹入笔记”依旧未能消解田中及其

决策团队对于中日复交谈判的风险认识。首先,虽然“竹入笔记”表明中日

谈判将不会涉及日美安保问题,但是外相大平依旧不确定中国对于《美日安

保条约》的态度。大平在1972年8月的日美夏威夷会谈后就密切关注中国

的相关表态,最终在9月的中日首脑会谈中,中方明确表示了对日美安保体

系的理解,大平才最终放心。④ 其次,当时担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桥本恕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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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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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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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July
 

27,
 

1972:
 

pp.1-2.
矢野絢也:「池田大作も『忘れるな』と言っ“角さんの恩義”」,载『新潮45』,2010

年7月号,第95页;野中広務:「決断と実行! 日米対等を初めて実践したカリマス」,载
『新潮45』2010年7月号,第100页;前野雅弥:『田中角栄のふろしき

 

:
 

首相秘書官の証

言』,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9年版,第120、124页。
复交三原则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日友协副委员长郭沫若同访华的日本民社

党委员长春日一幸在于1972年4月13日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提出,包括:(1)世界上只

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

府。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荒谬主张。(2)台湾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

政,不容外国干涉。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3)“日蒋条

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详见《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日本民社党访华代表团联

合声明在京签字》,载《人民日报》,1972年4月14日,第3版。
大平正芳:『私の履歴書

 

:
 

大平正芳』,日本経済新聞社1978年版,第123—

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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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认为,“竹入笔记”中的内容只是间接的记录,依旧存在不少需要当面同中

方进行直接确认的内容。① 最后,由于“竹入笔记”是当时日方掌握的唯一关

于中国谈判立场底线的可信信息源,因此日方依旧认为缺乏可供分析的信

息。② 总之,在田中访华前,对于交涉是否能顺利进行,外务省官员和田中本

人并无足够信心。③ 这一担忧并非毫无根据,在田中访华与中方的会谈过程

中,一度就战争结束的时间、战争赔偿的权利、台湾的法律地位等具体问题

展开激烈交锋,田中一度有放弃交涉打道回府的打算。田中也在行前充分

认识到访问中国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风险,曾私下说“一旦访中失败了,就

必须得辞职了”,直到出访前,田中都十分担忧中日交涉的失败会直接引发

倒阁运动。
 

④

第四,先行开展中日关系正常化需要耗费田中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将会

影响其他国内外政策的实行,进而可能对必须在1973年前择机进行的众议

院选举造成不利影响。要想赢得大选,田中就需要妥善处理中日关系正常

化、社会福利、国民经济、国土开发、日美贸易等一系列国内外政治事务。虽

然日本社会对中日关系正常化呼声强烈,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能够帮助田

中在选举中获得政治资本,但是田中也必须在经济、福利、国土开发等关乎

经济民生的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⑤ 因此,对于田中而言,应先在国内问题

上取得进展,再投入中日关系正常化,并在成功访华后解散议会进行选举。

然而,田中却推迟了社会福利对策、社会资本充实、铁路和健康保险涨价等

一系列问题的应对和处理,转为优先投入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准备工作之

中。⑥ 一旦国内的民生问题因经济景气下行而加剧时,则会引发国内的强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石井明:『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
 

:
 

記録と考証』,岩波

書店2003年版,第216页。
栗山尚一著,中島琢磨、

 

服部龍二、江藤名保子編:『沖縄返還·日中国交正常

化·日米「密約」
 

:
 

外交証言録』,岩波書店2010年版,第122页。
栗山尚一:「日中国交正常化」,载『早法』1999年第4号,第42页。
森田一:『心の一燈――回想大平正芳 その人と外交』,第108页。
「今後の政策、波乱含み田中内閣 3k、がまず難題『日中』福田派のカゲ」,载

『朝日新聞』,1972年7月8日。
「大型補正予算案の編成 秋以降に持越し 政府·自民首脳が意向 『日中』

にまず全力」,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24日;「『国鉄』『健保』は急がず 『日中』最優

先の政府·与党 秋の国会、見送る公算」,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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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令民众质疑田中所提出的“决断和实行”的政治口号,导致选举失利。

田中自己也深知对华交涉耽误了其他重要的国内政策议程,在发表联合声

明后就急于返回日本。① 同时,在访华归来后,田中也确实并未利用“中国

热”立即解散国会开始选举,而是立即投入了汇率变动等其他经济问题的处

理。因此,1972年选举的小幅失利也被普遍认为是田中的选举时机过晚,错

过了“中国热”所导致。②

由此可见,田中在短期内亲自访华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这个选项上面

临不可忽视的风险。一方面,通过亲自访问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能够给田

中带来巨大的政治成绩。另一方面,一旦失败,将会导致个人甚至自民党的

政治生命终结。即便是访问成功,也可能会因拖延解决国内民生问题或是

损害美日关系而对其本人的政治地位造成不利影响。如前一节所述,本文

主要将巩固并扩大自身政治权力的抱负作为决策参考点,而对于上任伊始

的田中而言,最重要的抱负就是赢得选举,即继续维持自民党在众议院中占

绝对多数议席。在上任初期,国内外形势尚未发生显著变化,此时只需按部

就班,在处理好国内政治问题后再通过访问中国开启或实现中日正常化交

涉,就能赢得选举。因此田中的预期框定为收益域,倾向于回避风险,并不

急于冒险解决中国问题。于是,田中的政策偏好主要是渐进观望———暂无

立即开始进行高级别交涉的安排,而是计划逐步进行级别由低到高的交涉,

通过长期交涉化解分歧,进而实现复交。至于访华的时间,则取决于双方正

式交涉的进展。③ 因此,当时外界普遍推测田中访华或是中日实现正常化交

涉的开始时间会在1972年年底或者1973年年初。④

然而,在上任的一个月后,田中对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政策偏好就发生了

显著变化,因此他决定接受风险,在短期内亲自访问中国,实现中日关系正

常化。具体而言,田中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上主要有三个政策选项。第一,渐

①

②

③

④

石井明:『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
 

:
 

記録と考証』,第224页。
佐藤昭子:「私の田中角栄日記」,第124—125页。
「首相訪中 早まるか 総選挙前にも 具体行動急ぐ」,载『朝日新聞』,1972

年7月10日;古井喜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秘話」,第144—146页。
「首相訪中に先立ち 外相、訪米し協議 米は“安保空洞化”憂慮」,载『朝日新

聞』,1972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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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观望:同中国展开层级由低到高的逐步接触,明确中国对于复交谈判的条

件和底线,通过长期磋商化解分歧后实现复交;访华的时间以及是否要据此

实现复交则根据交涉进展决定。第二,短期开启:短期内,通过外相等政府

首脑访华的形式达成“战争终结宣言”和“正常化交涉开始”的合意后,再开

始围绕“和平条约缔结”展开交涉,最终以签订《和平条约》的形式复交。

第三,亲访复交:短期内,首相以实现关系正常化为目的亲自访华,通过会

谈,在原则上解决所有基本问题,发布“共同宣言”,交换大使,一举建立外交

关系。① 对田中而言,渐进观望的风险最低,亲访复交的风险最高。尽管如

此,田中仍选择逐步接受风险,于7月24日前后,将政策偏好从渐进观望转

向短期开启,一改上任初期的犹豫态度,计划在9月安排外相等高级别官员

访问中国,短期内启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交涉;在8月10日前后,田中则进

一步接受风险,采纳了亲访复交的选项作为政策偏好,决意通过短期内亲自

访问,一举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②

总体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并不同步。虽然中

美关系解冻和中国重返联合国确实引发了佐藤荣作、田中角荣等日本领导

人对于中国问题的政策热情,但是这一变化无法充分解释日本领导人会以

什么方式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换言之,领导人的偏好确实会受到国际形

势变化的影响,但是具体形成什么样的偏好,还取决于国家间互动和领导人

的利益判断等要素。领导人也并非对于国际形势的变动做出被动的反应,

而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得失和前景预期进行衡量,并进一步确立政策偏好。

因此,为了理清田中上任后的政策偏好从渐进观望转向亲访复交的动因,

需要超越结构视角,从国家间的互动和领导人的国内政治收益视角展开

分析。

①

②

「首相訪中 早まるか 総選挙前にも 具体行動急ぐ」,载『朝日新聞』,1972年

7月10日;「一気に復交か 二段の交渉か 日中正常化方式に両論 外相、早期調整迫

られる」,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31日。
古井喜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秘話」,第146页;大下英治:『田中角栄と越山会

の女王』,イースト·プレス2016年版,第267页;大平正芳:『大平正芳全著作集.6,
 

対

談·座談,
 

インタビュー集』,講談社2012年版,第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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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的说服工作与田中的偏好转变

与田中上任初期在中国政策上所秉持的渐进观望偏好不同,中国则期

望日本首相尽早访华,并在首脑谈判中通过政治解决的方式化解分歧,一举

实现两国邦交的正常化。周恩来认为,中国需要利用中美关系解冻、中国重

返联合国以及日本国内政权更替的窗口期,一举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否则

一旦错失时机,则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复交。① 此外,由于日本是侵华战争中

的加害国,出于民族感情的考虑,也需要日本领导人亲自访问中国,结束战

后两国间不正常的状态。因此,为了尽早实现日本首相访华,在周恩来的领

导下,中国以田中为主要对象,展开了说服其早日访问中国并实现中日关系

正常化的工作。②

首先,在田中1972年7月6日上任到1972年7月24日前后将政策偏

好由渐进观望转变为短期开启期间,为增加田中对访华成功的信念,中国通

过多种渠道进行了一系列许诺性说服工作。第一,公开表态。对于田中在

1972年7月7日内阁成立的讲话中提及要“加速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内

容,中国在多个场合予以积极回应。7月9日,周恩来在会见也门民主人民

共和国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伊斯梅尔一行时,对田中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

正常化的表态表示了欢迎。③ 次日,周恩来在会见法国外交部长莫里斯·舒

曼时也讲道:“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新气象,这是战后27年来日本政府

第一次这样做。我们对田中政府这样做没有理由不欢迎。”
 

④周恩来连续两

天的积极回应在日本引发热烈反响。日本媒体对此大力报道。⑤ 同时,田中

认为周恩来的讲话表现出了中国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热情和期待,这将

①

②

③

④

⑤

姬鹏飞:《饮水不忘掘井人:中日建交纪实》,载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

1966—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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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第534页。
同上,第535页。
同上。
「復交交渉に応ずる用意 周首相 田中首相に伝える」,载『朝日新聞』,1972

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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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加快复交实现的进程。① 于是田中对周恩来的讲话做出了积极回应,表示

将会认真考虑。② 外务省也指出,中国在田中内阁成立后反应迅速,仅在两

天后就由周恩来公开表示欢迎田中的中国政策。这与中国过去的应对方式

存在显著差异———在池田和佐藤等内阁成立的数个月后,中国才会以《人民

日报》社论的方式进行评论。③ 日本外务省据此做出判断,认为年内开展交

涉是可行的。④

第二,邀请日本各界人士访华。中国主要邀请了日本的反对党政治家

访华,并委托其向田中传递有关信息。1972年7月12日,日本社会党副委

员长佐佐木更三应邀访华,成为田中上任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日本政治家。

在16日同佐佐木的会谈中,周恩来对自民党首相、外相及其他大臣的访华表

示了欢迎,同时也指出中日关系“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⑤ 在归国

后,佐佐木向田中转达这部分信息,田中对此反应积极,表示收到邀请并承

诺会通过公开方式同中国进行交涉。⑥ 同时,中国还邀请了日本的排球代表

团来华参加比赛,并于22日安排代表团与周恩来会谈。田中曾在该团行前

表示,希望代表团此行能够架起两国友好的桥梁。因此,周恩来的接见被认

为是中方对于田中表态的积极回应。⑦ 此外,在日内瓦,中国外交官首次出

席了日本在联合国主办的活动,此举也被认为展示了中国积极改善两国关

系的姿态。⑧

第三,派遣代表团赴日。7月10日,中国派出了以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早坂茂三:『政治家田中角栄』,中央公論社1987年版,第368页。
「中国、積極姿勢示す」,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10日。
中国情報第35055号:「田中内閣成立後における中共の対日論詞」,1972年

8月1日,戦後外交記録「日中国交正常化」2022-0395,外務省史料館。
「要は政府の決意 国府も理解しよう どう埋めるか 三原則との差」,载『朝日

新聞』,1972年7月10日;「田中内閣 新華社報道の内容」,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10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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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第536—537页。
「中国側の招待伝える佐佐木氏、首相と会談 回答は直接周首相に」,载『朝日

新聞』,1972年7月22日;平野実:『外交記者日記:
 

大平外交の2年』,行政通信社1979
年版,第23—24页。

「訪中バレーボール代表団と観衆の面前で握手 周首相」,载『朝日新聞』,

1972年7月23日。
「まず閣僚級が訪中」,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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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平化为团长的上海舞剧团访日。舞剧团一方面在日本各地巡演,营造中

日友好的舆论氛围,争取社会上对于田中访华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支持;另

一方面,作为舞剧团团长的孙平化也努力谋求同自民党高层尤其是首相田中

和外相大平的接触,向他们直接发出访华邀请。在舞剧团抵达日本后,中国

农业代表团又出发访日。同时,周恩来还委托随农业代表团访日的外交部

日本处处长陈抗向正在东京的孙平化转达:“要抓住时机,争取向田中首相

当面转达周恩来总理的邀请。”①于是,孙平化积极同自民党高层接触,寻求同

田中和大平的会见,说服田中早日亲自访华。7月22日,在小坂善太郎的牵线

下,孙平化和驻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肖向前实现了同外相大平的会谈,并在

席间向大平口头转达了周恩来对田中访华的邀请。② 日方从孙平化同大平和小

坂等人的谈话中推断,中国对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条件较为灵活,不难接受。③

中国通过公开表态、邀请各界人士访华、派遣代表团赴日等方式进行了

持续、密集的许诺性说服工作。对此,田中感受到了中方对其访华的盛情邀

请以及对于谈判立场的灵活态度。④ 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田中对于中日

交涉因双方分歧而失败的顾虑,增加了对中日交涉趋于顺利的信念。然而,

如果仅进行高度许诺而缺乏高度施压,则会导致过度迎合,使得日本领导人

认为自己处于议价的有利位置,进而提出更多要求。在田中上任初期中国

的积极许诺下,确实也不乏观点认为中国急于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因此日

本只需“悠闲冷静”地应对并加以利用即可。⑤

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还面向日本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开展了施压性

说服工作,旨在通过改变田中所处的决策环境,推动其将维持现状的预期框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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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に正式窓口 大平·孫会談で開設決まる 必要に応じて連絡 外務

省·駐東京連絡処」,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23日。
「吉田書簡の破棄表明 中国、『宣言』求めず?」,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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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损失,进而接受风险,选择在短期内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针对日本国

内,中国一方面对于中日关系重建的实现时间和渠道进行限制,表明关系重

建只能通过特定的方式解决。1972年7月17日,在田中上任以来周恩来多

次对田中发出邀请后,北京方面放出消息:如果田中此次对于周恩来的反应

消极,将会失去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机会;此外,相比于通过外交渠道摸

索如何打开中日关系,倒不如首相亲自的决断和行动。① 20日,社会党副委

员长佐佐木访华返回后透露:中国不接受双方在第三国的外交机构展开交

涉的方式,交涉应当从两国首相直接坦率地交换意见开始。②

另一方面,中国也通过积极同日本国内的反对党接触,赋予并提升其在

中日关系正常化这一政治议题上的议程设置和监督能力,加剧田中继续维

持渐进观望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压力。1972年7月12日,日本社会党

副委员长受中日友好协会邀请访问中国,成为田中上台后首位访华的日本

政治家。③ 在田中上任后,安排在野党政治家访华,能够赋予其在中国问题

上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使其在发挥中日领导人之间传声筒作用的同时,

还可以监督执政党是否真的言行一致地开始全力投入中国问题的解决

当中。

在田中上任后,日本的主要在野党和社会群体确实展开了积极行动,强

烈呼吁田中尽早、无条件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7月7日,田中上任的第一

天,由社会党、总评、日中友好协会等组成的“日中国交复国民会议”举行“七

七集会”,要求政府反省卢沟桥事变,即时实现国交恢复。在会上,社会党委

员长成田知巳讲道:“如果田中内阁真的对国交恢复抱有热意,就应该响应

周恩来总理的号召,认可复交三原则,访问中国,打开国交正常化之路。要

求田中首相明确打开日中关系的具体对策,同时我党也会通过访华等努力

积极协助。”④7月10日,在社会党副委员长佐佐木出发访华前夕,社会党委

员长成田知巳批判了田中在当选首相后对中国问题采取的模糊态度,强调

①

②

③

④

「『国交回復の時機』周発言に北京の消息筋」,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18日。
「『田中訪中、9—11月に』両首相接触から 佐々木氏語る 周首相と会談後

に」,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20日。
「佐々木氏(社党)に言明 日本側の決意確認?」,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17日。
「日中復交で『七·七』集会」,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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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台条约》的废除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敦促田中尽快行动。① 同

时,公明党、民主社会党、社会党还在多个场合呼吁田中尽快实现中日关系

正常化,表达对田中政权的不满,决心要联合起来,在下届大选中给予田中

政权决定性打击。② 此外,在访问中国的过程中,佐佐木也对田中表现出了

不信任的消极态度,面对周恩来总理对于田中的欢迎态度,回应道:“田中仍

然是佐藤亚流,社会党与之作斗争,并将其打倒。”在回国后,由于担心田中

拖延复交或者借机进一步讨价还价,佐佐木也仅仅向田中传达了会谈中的

六成信息,并未全盘托出。③ 社会党等反对党对田中采取的消极敌对态度感

到紧张,认为中日关系正常化是来自国民的不容违背的要求,如不尽快投入

中国问题的解决,恐怕反对党会利用中国问题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对自民

党进行攻击,田中政权将面临存续危机。④

在国际层面,中国积极同日本的盟国以及友好国家改善关系,加剧了田

中政府在恢复中日邦交上的紧迫感。第一,中国积极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

改善。1972年6月中旬,基辛格再次访华,双方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和美越停

战问题进行了会谈,并于7月中旬取得实质进展。⑤ 中美关系的迅速拉近使

田中感到忧虑,甚至怀疑中美之间存在关于解放台湾问题的秘密协定。⑥

第二,随着1971年10月中国重返联合国以及次年2月中美关系的解冻,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復交三原則認めれば 社党も内閣を支援 日中問題 成田委員長が語る」,
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11日。

「本会議の緊急質問とりやめ 野党、質問書提出へ」,载『朝日新聞』,1972年7
月12日;「公明と政策協定検討 総選挙の野党協力 社党書記長が語る」,载『朝日新

聞』,1972年7月13日。
時事通信社政治部編:『日中復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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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省:「日中国交正常化問題に関する日米間の話し合い」,1972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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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始和西方主要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1972年3—6月,中国在分别同英

国、荷兰、希腊等西方主要国家建交后,于7月中旬正式开始同联邦德国就建

立外交关系展开协商。① 至此,中国已经基本同欧洲的主要国家实现了关系

正常化。日本自诩是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桥梁,长期以来认为自己能够在解

决中国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果日本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上显著晚于其

他西方国家,则会面临身份危机并陷入外交被动。此外,随着承认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西方主流国家的增多,中日关系正常化对于中国的价值将逐步降

低,日本在同中国的复交谈判中的议价能力也会相应减弱。周恩来也深谙

这一点,认为如能与西德尽早建交,将会给田中施加压力,因此特地召回负

责与西德交涉的新华社记者王殊,嘱咐其尽早开始建交工作。② 而日本外务

省也感受到了国际上发生的这些微妙变化,并根据7月为止的国内外形势,

尤其是基于对中国的外交、内政、经济、领导人的想法等的分析,做出了由于

外部影响因素多,中日之间的交涉拖得越久对日本越不利的判断。③

中国从日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针对田中进行了高度施压,改变了田

中的预期框定。如果田中继续以渐进观望的偏好处理中国问题,中日关系

正常化将会因错过中方设定的复交窗口期而陷入停滞乃至失败,进而使得

日本的外交工作陷入被动,并招致反对党的批判,这将导致田中的外交能力

遭受质疑并对选举形势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由于田中的决策参考点是赢

得选举,而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将无益于其实现胜选,田中的预期框定于

7月20日后由收益域转向损失域。田中及其决策团队开始在中国问题上感

受到了紧迫感,认为必须尽快做出回应,否则将会对政局造成不利影响。田

中将中国问题视作重要的“内政”问题,认为这一问题必须解决,且越早解决

越好,反之则会遭到反对党的攻击,对政权造成威胁。④ 大平则认为,中国的

①

②

③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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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工作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舆论力量,政府不能再委托在野党或自民党亲

华派政治家试探中国的立场了,要从首脑访华开始,同中国率直地交换意

见。① 外务省则指出,大多数国民要求尽早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这一问题

已经成为国论,政府有必要、有责任同中国建立正常且有秩序的外交关系,

否则这将被以在野党各派为首的民间势力主导,且交涉拖得越久,就越不利

于日本政府。② 由于预期框定开始转向损失域,田中开始倾向于接受更具风

险的政策选项。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仅是对田中进行高度施压而缺

乏高度许诺,则可能产生过度刺激———由于缺乏能够成功实现中日关系正

常化的信念,而会认为对方在利用自身的政治弱点,将导致领导人采取针锋

相对等其他类型的风险选项。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初期,已经有日方的外

交人员认为中国善于利用日本国内政治的弱点和国内的政治分裂。③ 因此,

高度的施压必须伴随高度的许诺才会产生有效的说服力。

综上所述,中国的高度施压使田中倾向于接受风险,放弃渐进观望的偏

好;高度许诺则使田中认为短期内开启交涉将可能会进展顺利。而且,由于

田中刚刚上任,其只需要做出姿态上的回应即可应对舆论压力和中国的期

待。同时,田中依然缺乏关于中国对《日美安保条约》和台湾问题的谈判立

场信息,尚不认为能够在短期内实现关系重建。④ 因此,在中国的有效说服

下,田中选择接受部分风险,将以9月为目标短期开启中日交涉确立为政策

偏好。田中据此展开相应行动。首先是政治日程的调整。1972年7月21
日,原定于8月7日进行的大平与孙平化的会谈被提前至7月22日。⑤ 7月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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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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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ジア局:「国際情勢の転換と我が国のアジア政策」,1972年8月1日,戦後外

交記録「日中関係」2016-2173、外務省史料館;吉田健三:「日中国交正常化に対する偶

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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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由于政府将投入中日关系正常化工作,缺乏在国会提出大型补正预算案

的时间,作为国内政策支柱的充实社会资本和社会福利对策将被推迟至年末

进行。① 其次是党内意见的调整。7月24日,召开日中国交正常化协议会第

一次总会,在会上,田中和大平均表示将会全力投入交涉,并要求会议对关系

正常化的实现方法和过程进行探讨,在9月10日前得出结论。② 再则,对美协

调。7月24日,田中和尼克松的会谈被确认将在9月1—2日在夏威夷进

行,中日关系正常化是会谈中的重要内容。③ 7月25日,外务省次官法眼晋作

秘密会见美驻日大使,向美方传达日本政府正准备谨慎开展中日关系正常化交

涉。④ 最后,告知台湾。7月25日,大平会见台湾“驻日大使”,通报日本将恢复中

日关系正常化,以及在此之后将无法继续维持同台湾“外交关系”的重大决议。⑤

六、
 

中国的说服工作与田中的访华决定

1972年7月24日至8月10日,尽管已经决定在短期内开启中日关系

正常化的交涉,但是田中并未确定是否要亲自访华以及访华是否要以实现

建交为目的。面对孙平化和肖向前于22日提出的欢迎田中首相访华的邀

请,大平谨慎答复,“因为首相亲自访华的决策伴随显著的政治风险,需要先

行获得党内和盟国的支持并听取其意见,因此只能推迟答复这一邀请”,表

明将会在“8月12日前告知日方立场,并根据中方对这一立场的态度判断是

否建议田中首相访问北京”。⑥ 7月24日,面对记者关于访华时间的询问,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大型補正予算案の編成 秋以降に持越し 政府·自民首脳が意向 『日中』
にまず全力」,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24日。

「『政府は慎重な努力を』自民の日中正常化協議会 初会合で申合せ」,载『朝
日新聞』,1972年7月24日。

「田中·ニクソン会談決まる ハワイで9月1日から2日間」,1972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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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回答道:“9月和10月的日程都已经满了。”①阻碍田中短期内进行亲访复

交的主要原因是尚不确定中国方面对于台湾问题、日美安保和战争赔偿问

题的谈判立场。田中担心双方在谈判中就这些问题陷入僵局,最终会导致

访问失败,危及自身的政治生命。

因此,为了打消田中的顾虑,中国继续开展了以邀请日本各界人士访华

为主的许诺性说服工作。首先是继续邀请反对党政治家访问中国。其中最

为重要的是邀请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于7月25日访问中国。竹入一

行在中国享受专车和专机接送等优厚待遇,令日方认为竹入此行具有特别

使命。② 根据会谈记录,中国公开了《联合声明》草案,并表示不会在首脑会

谈中涉及与《日美安保条约》有关的问题。同时,还提出考虑到日本人民的

负担,可放弃战争赔偿。③ 此外,7月31日,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一行也

应邀访问中国。④ 其次是邀请日本经济界人士访华,营造中日友好的良好氛

围。7月底,名古屋经济代表团、三菱集团代表团、日鲁渔业代表团分别应邀

访华。⑤ 其中,日鲁渔业代表团团长平野纠还受廖承志委托,向田中及大平

传达了中方对其访华的欢迎。

通过多次邀请日本各界人士访华,中国对田中进行了高度许诺,进一步

消除了田中对于中日间难以解决问题的顾虑,增加了田中对于能够通过亲

自访华实现建交的信念。在这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竹入笔记”。8月4
日,竹入在回国后的第二天,便将同周恩来的会谈内容和中方的《联合声明》

草案向田中和大平汇报。8月5日,田中再次会见竹入,在同其反复确认内

容是否属实后,向竹入表明将要亲自去中国,并允许竹入通过特殊渠道向中

①

②

③

④

⑤

「永田町」,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25日。
「竹入訪中に異例の厚遇 周首相、三回も会談 復交促進へ特別任務?」,载

『朝日新聞』,1972年7月25日。
《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公明党竹入义胜委员长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会谈的要点》

[日方报纸报道为《周恩来总理·竹入会谈纪要](1972.7.27-29),载田桓主编:《战后中

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9—91页。
「社党 黒田氏ら訪中へ」,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30日。
「名古屋経済代表団中国入り」,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31日;「三菱グルー

プの8月訪中を認める」,载『朝日新聞』,1972年8月1日;「首相·外相の訪中を歓迎」,
载『朝日新聞』,1972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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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递田中决定访华的消息。①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竹入笔记”是当时唯

一可信的信息源,且还只是通过反对党政治家间接记录并传递的。田中及

其决策团队并不能完全从中获悉中国的谈判立场及其灵活性,认为需要进

一步直接确认。② 外务省对于“竹入笔记”中的信息判读是田中去北京依然

存在风险,但是也有价值。③ 田中本人也认为访华的成功概率只有五成,也

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前往中国的。④ 因此,“竹入笔记”并不能完全消解田

中对于访华失败的顾虑。如果在此期间,中国仅通过传递“竹入笔记”等方

式进行高度许诺的话,田中并不一定会决定亲自访华并实现复交,而是会

派遣大平等其他阁僚代为访华,或是仅将访华作为中日交涉的开启。事实

上,田中在拿到“竹入笔记”后,对于大平提出是否要在9月底访华的询问,

迟疑地说:“9月,要是失败的话就必须辞职了吧。”⑤因此,将田中对华政策

偏好从短期开启重塑为亲访复交的并非只有“竹入笔记”等许诺性手段,为

了使田中首相进一步接受风险,还需要进行高度的施压。

在这一阶段,中国继续针对田中施加国内政治压力。首先,进一步对关

系重建的交涉渠道和田中访华的目的进行限制。中国将作为舞剧团团长访

日的孙平化的任务仅限制于联络,向田中传达周恩来欢迎其访华的信息,而

拒绝承认孙平化是中国政府的谈判代表。⑥ 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

联络处就此明确向外务省表示:“以田中首相到北京进行首脑会谈为中日关

系正常化交涉的最初起点。22日进行的孙平化—大平会谈不是政府间磋

商。”⑦8月6日,在田中得到“竹入笔记”和决定访华的第二天,北京传来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NHK采访组编、肖红译:《周恩来的决断》,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83—

84页;石井明:『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
 

記録と考証』,第

207页。
石井明:『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

 

記録と考証』,第216
页;栗山尚一:『沖縄返還·日中国交正常化·日米「密約」:

 

外交証言録』,第122页。
栗山尚一:『沖縄返還·日中国交正常化·日米「密約」:

 

外交証言録』,第119页。
前野雅弥:『田中角栄のふろしき:

 

首相秘書官の証言』,第124页;古井喜実:
「日中国交正常化の秘話」,第146页。

森田一:『心の一燈――回想大平正芳 その人と外交』,第106—109页。
田川誠一:『日中交渉秘録』,第349页。
「政府間折衝、北京で 中国側が非公式に通告」,载『朝日新聞』,1972年8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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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如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侵略深刻反省,且基于复交三原则访华,就能够一

举实现建交。这被认为是中方对于田中想要模仿尼克松,将访华作为两国

关系重建起点的想法表示拒绝。① 中国通过对关系重建的方式进行限制,表

明了态度———田中只有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基本问题带到北京进行交涉,

从大局出发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分歧,才能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

其次,中国继续积极同日本的反对党频繁接触。在这一阶段,中国先后

邀请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和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于7月25日和31日访

问中国,各在野党在中国问题上的话语权不降反增。因此,即使此时田中已

经展现出要在短期内投入中国问题的积极姿态,反对党仍继续采取“一面监

视,一面支持和鞭打的方针”,推动田中尽早亲自访华,实现复交。② 1972年

7月26日,社会、公明、民社三党和日中议联等组成的“日中国交回复联络促

进会议”召开代表会议,决定邀请中日友好协会于8月20日访日。会议认

为,在舞剧团访日后,如果中日友协代表团能够接着访问日本,将会继续升

温中日友好的氛围,给即将访美的田中带来压力。③ 7月28日,社会党书记

长石桥在社会党结党26周年纪念招待会上讲道:“关于中日关系回复,希望

田中首相在去夏威夷的时候不要损害日本的自主性。”④同时,公明党、民主

社会党、社会党继续推进三党联合,计划在下次选举中给自民党减少50个议

席,并在未来建立社、公、民三党联立的革新政权。⑤

由于对待中国问题与历任首相相比都更为积极,因此反对党难以就此

①

②

③

④

⑤

「2段階処理 望まず 日中正常化 首相会談で一挙解決」,载『朝日新聞』,

1972年8月7日。
「『日中平和』調印には野党代表も参加 遊説の成田委員長提案」,载『朝日新

聞』,1972年7月28日;「社党支持を訴え 成田委員長」,载『朝日新聞』,1972年8月

7日。
「中日友好協代表団の訪日 日程早めて盛り上げ 日中国交回復連絡会議要

請」,载『朝日新聞』,1972年7月27日。
「中日友好協代表団の来日 来月20日を望む 社党の意向」,载『朝日新聞』,

1972年7月29日。
「『日中平和』調印には野党代表も参加 遊説の成田委員長提案」,载『朝日新

聞』,1972年7月28日;「総選挙協力 春日委員長が新提案 『三党で共同推薦 全国

民労協などが支持』」,载『朝日新聞』,1972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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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对田中展开攻击,而是更多采取了督促和推动的姿态。① 然而,一旦田

中在中国问题上拖得过久,或者未按照在野党以及民间所期望的那样在短

期内通过亲自访华实现复交,就会重新招来在野党的攻击。因此,针对田中

政权的反对声音较为安静的良好状态能够持续多久,主要取决于田中的政

治作为。② 同时,中国已经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方式限定为田中亲自访

华并一举建交,而短期开启的方式,即通过首相或外相等其他高级官员亲自

访华达成复交交涉开始的合意后再进行长期交涉,已经不被中国接受,而且

也会因进展过慢而招致反对党和社会各界的批判。由于田中的参考点是实

现胜选这一政治抱负,而这些形势的发展则越来越不利于此。于是,进入8
月后,田中的预期框定开始继续转向损失域。田中及其决策团队对此有着

深刻的危机意识。根据舆论调查,外务省认为民间和财界均强烈希望实现

中日关系正常化,如果政府继续在此问题上优柔寡断,则将招致舆论的攻

击,进而引发政局的动荡。③ 对此,田中也感到“既然已经和国民约定了要解

决中国问题,就不得不遵守承诺”,“日本国内局势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日

本几乎不得不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④ 为了控制国内反对、保证赢得选

举,田中不得不冒险向日本民众展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进展成果。⑤

中国高度的许诺和施压再次对田中进行了有效说服,推动其接受风险,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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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省:「日中国交正常化問題」,1972年8月17日,戦後外交記録「日中国交正

常化」2022-0395,外務省史料館;アジア局:「日中国交正常化問題」,1972年8月19日,
戦後外交記録「日中関係」2016-2173,外務省史料館。

田中角栄:「日中の課題は『信義』と両国民の『自由な往来』だ――いま初めて
明かす日中国交回復の秘話」,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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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亲访复交塑造成了为规避损失而有价值冒险一试的政策偏好。于是,8月

5日田中在第二次会见访华归来的竹入时表示将会去中国后,就逐步确立了

短期内通过亲自访问实现建交的政策偏好。① 8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声明

田中将在15日会见孙平化时接受周恩来的邀请,表明尽早访华的意向。② 8
月11日,大平会见孙平化,正式向中方转达田中近期要为谈判日中邦交正常

化访问中国的决定。③ 8月12日,姬鹏飞正式向田中发出邀请:“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

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④8月15日,田中会见孙平化,敲定于9月底访

华。⑤ 随着田中做出短期内亲自访问中国的决定,中日关系正常化迈入了实

质交涉阶段。

上文的案例部分论述了田中如何在中国说服工作的推动下,逐步转变

偏好,最终选择在短期内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为目的访问中国。如表1所

示,田中的偏好变化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从渐进观望到短期开启,再到亲

访复交,每个阶段的偏好转变均是在高度许诺和高度施压下推动的。除了

展现中国发起的有效说服的具体手段及其对于田中风险偏好的塑造作用,

本文还部分借鉴了半负面案例的研究思路,追踪了田中及其决策团队对于某

一单一类型说服工作所直接产生的正向和负向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

映:当仅进行高度许诺而缺乏施压所导致的过度迎合———日方想要进一步拖

延、确认中方底线;当仅进行高度施压而缺乏许诺所导致的过度刺激———日方

担忧中方利用其政治弱点。上述单一维度的说服工作对于中日关系重建所产

生的负面影响进一步表明:有效的说服工作需要同时结合高度的说服和许诺,

才能在推动对方在接受风险的同时逐步将短期内实现复交确立为政策偏好。

①

②

③

④

⑤

古井喜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秘話」,第146页。
「早期訪中表明へ 田中首相 孫氏との会談で」,载『朝日新聞』,1972年8月10日。
「田中訪中 正式 決る 田中·孫会談は15日」,载『朝日新聞』,1972年8月

11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会晤孙平化肖向前时正式转告田中角荣首相决定访问中国》
(1972.8.11),载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第96页。

《姬鹏飞外长受权宣布周恩来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角荣首相访华》(1972.8.
12),载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第96页。

外務省アジア局中国課、霞山会編:『日中関係基本資料集一九四九年一九九七

年』,霞山会1998年版,第10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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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的说服工作与田中的偏好转变

阶段一

7月6日—7月24日

阶段二

7月24日—8月10日

主要风险
国内亲台势力反对、国内民生问题紧迫、中日谈判立场分歧、日美同

盟关系隐患

初始偏好 渐进观望 短期开启

说服手段 许诺 施压 许诺 施压

对应行为

1.在多个场合对

田中的对华政

策表态做出积

极回应

2.邀请日本各界

人士访华

3.派遣中方代表

团访日

1.限 定 关 系 重

建 的 日 程 和

渠道

2.积极同日本

在野党接触

3.在国际上积

极同 西 方 国

家改善关系

1.继 续 邀 请 日

本 各 界 人 士

访华

2.“竹入笔记”

1.进 一 步 限 定

沟 通 渠 道 和

关 系 重 建 的

方式

2.继 续 与 日 本

在野党接触

说服类型 高度许诺 高度施压 高度许诺 高度施压

说服

反应

+

增加了田中对于

中日交涉将会顺

利进行的信念

损失框定:
无动 于 衷 将 对

自身 政 治 前 途

带来不利影响

增加田中对于亲

自访华能够实现

中日复交的信念

损失框定:
如无进展将遭受

批判,影响选举

-

中国急于实现复

交,日方可以悠闲

应对

中国 善 于 利 用

日本 国 内 的 政

治斗争和舆论

希 望 进 一 步 观

望,以确认中国

的谈判底线

中 国 善 于 利 用

日 本 国 内 的 政

治斗争和舆论

有效说服

为避免拖延带来的政治损失,接
受一定风险;
短期内开启中日复交因实现概率

较高,成为首选

为避免国内批判导致选举失利,
寻求风险;
亲自访问实现中日复交被认为可

行,成为首选

偏好变化 渐进观望→短期开启 短期开启→亲访复交

主要行为

7月21日,将大平—孙平化会谈

提前

7月24日,确定田中—尼克松会

谈将于9月举行

7月25日,向台湾方面通报日台

将“断交”的重大决定

8月11日,大平正芳会见孙平化,
正式转达田中要为谈判中日邦交

正常化访华的决定

8月15日,田中会见孙平化,敲定

于9月底访华

  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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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论与启示

对于田中而言,在上任伊始就决定短期内亲自访问中国,接受显著的政

治风险,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在中日关系正常化实现后,周恩来在会见来访

的日本政治家时,就曾多次称赞田中的勇气:“我钦佩你们首相、外相在恢复

中日邦交问题上的果断”①,“田中先生一上任就立即作出决断,恢复邦交,这

是了不起的,值得称赞。他比尼克松勇敢”②。田中在刚刚上任时也确实对

是否要在短期内亲自访问中国犹豫不决,缺乏信心,最终抱着破釜沉舟的决

心前往中国进行交涉。③ 田中决定接受风险,通过短期内亲自访华实现复交

是中日关系正常化能够迅速实现的关键所在。为什么田中的政策偏好在短时

间内从渐进观望转向亲访复交? 对此,既有研究往往把国家的偏好等同于领

导人的偏好,认为偏好是国际结构和国内政治变化的副产品,这忽略了领导人

如何基于个人政治利益形成政策偏好并影响国家的行为。

本文提出的说服工作的框架聚焦于一国如何通过施压及许诺的手段影

响对象国领导人的政治利益判断进而塑造其政策偏好。本文认为,中国通

过高度的许诺和施压,对田中进行了有效说服,从而使其接受风险,将亲访

复交作为政策偏好。具体而言,施压性说服工作通过积极改善同西方国家

关系、对建交方式进行限制和同日本反对党接触的手段促使田中增加对于

继续维持现状政策的损失预期,从而使其更加倾向于接受风险;许诺性说服

工作主要通过公开表态、邀请各界人士访华、派遣代表团赴日等手段,增加

田中对于访华成功的信念。于是,在中国说服工作的作用下,亲访复交就成

了一个虽然有风险但是却极具价值———能够规避拖延关系正常化带来的政

治损失且能增加田中的政治成绩———的选项,进而被采纳为政策偏好。

这一说服工作的框架还有助于理解中国在中日关系中所实践的其他缓

和外交。例如,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豹变”。在小泉纯一郎执

政期间,中日关系由于其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而跌入谷底,首脑往来中断。对

此,中国计划同小泉的继任者恢复关系,以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为前提,重启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下卷》,第627页。
同上,第693页。
古井喜实:《日中关系十八年:古井喜实回忆录》,第218页、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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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间的首脑外交,并自2005年底小泉宣布将引退后开启了以安倍为主要

对象的说服工作。对于当选前后的安倍而言,虽然尽早修复关系是民心所

向,但是依旧在一定程度上存有风险:第一,接受中国条件停止参拜恐失去

保守派支持者;第二,因双方分歧导致首脑会谈陷入僵局,最终不欢而散。①

因此,也有观点认为,安倍可能会在次年的统一地方选举后才会投入对华外

交。② 为了使安倍任内放弃参拜、尽早实现访华,中国对其开展了说服工作。

一方面,在施压方面,中国自2006年3月起,就在邀请日中友好团体、在野党

政治家访华的同时,通过各种场合明确提出“只要做出不再参拜的决断,就
能实现两国领导人的对话”。③ 中方的言行将中日关系能否实现修复与领导

人的相关行为挂钩,被认为是对安倍参拜意图的牵制。④ 这增加了安倍对于

继续维持现状的损失预期———如继承小泉路线,将无法修复中日关系,造成

民众不满,进而导致次年参议院选举失利———从而使其更加倾向于接受风

险,暂时搁置参拜问题并积极同中国展开接触。⑤ 另一方面,中方也在多个

场合呼吁双方重启高层对话;在安倍当选后在对安倍政权表示期待的同时,

宣布派出多位高级官员访日;并邀请日本参议院议长访华。⑥ 中国的积极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靖国』探った妥協点 日中首脳会談、実現の裏で」,载『朝日新聞』,2006年10
月7日。

「外交力の再生カギ 安倍·自民新総裁誕生 政治部長·西村陽一」,载『朝
日新聞』,2006年9月21日。

《胡锦涛会见日中友好七团体负责人》,载《人民日报》,2006年4月1日,第1版;
「政権交代できますか

 

民主党代表·小沢一郎さん」,载『朝日新聞』,2006年7月14日。
「中国、陳総統並み警戒?  『安倍氏の言葉聞き、行動見』」,载『朝日新聞』,2006

年9月22日;「日中次官が政策対話、首脳会談再開探る」『朝日新聞』2006年9月24日。
「経済かじ取り難題 消費税増税や歳出削減、小泉首相が積み残し 自民新

総裁に安倍氏」,载『朝日新聞』,2006年9月21日;「安倍内閣、63%支持 顔ぶれ『新鮮』

35% 朝日新聞社世論調査」,载『朝日新聞』,2006年9月28日;「(この人に聞きたい 
安倍新体制)久間防衛庁長官·麻生外相」,载『朝日新聞』,2006年9月29日;「外交立て直

しアピール、中国との調整も意欲 安倍首相訪韓へ」,载『朝日新聞』,2006年9月30日。
麻生太郎:「総理訪中」,http://www.aso-taro.jp/lecture/kama/2006_12.html,

2023年10月10日;「首脳会談を調整、中国要人訪日へ 来月16日から」,载『朝日新

聞』,2006年9月20日;「日中次官級対話、23日から東京で」,载『朝日新聞』,2006年9
月20日;「大主流派、人事に重圧 自民·安倍体制、高いハードル」,载『朝日新聞』,

2006年9月21日;「扇参院議長、来月にも訪中 要人と会談」,载『朝日新聞』,2006年9
月21日;「中韓、関係改善に期待感 安倍内閣発足」,载『朝日新聞』,2006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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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加了安倍对于访华将取得成功的信念。于是,停止参拜、访问中国就成

了值得冒险的政策选项,并最终使得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在其上任一个

月内就得以成行,从而实现了中日关系的修复。

本文运用前景理论论证了说服工作的作用机制。就此而论,本文存在

一定的创新。首先,本文从施压和许诺两个维度对说服工作进行了提炼,表

明在合作情境下的外交互动中,不只存在积极的许诺性政策,同样存在通过

推动对象国领导人将维持现状的政策预期框定为损失,进而推动其接受风

险并改变偏好的施压性战略行为。其次,相比既有文献使用前景理论分析

一国领导人做出风险决策的原因,本文则将前景理论的研究运用于对一国

能动性政策的研究中。具体而言,本文运用前景理论研究一国如何通过改

变另一国领导人所处的决策环境从而推动其接受风险、改变偏好,相比于主

流的结构环境决定理论,本文凸显了领导人偏好的能动性以及反向可塑造

性。最后,本文还对前景理论中的权重函数的运用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

当前前景理论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使用价值函数分析决策者的风险决策,忽

略影响风险决策的另一重要因素———权重函数。本文主张,价值函数的高

低决定决策者是否会选择风险选项,而权重函数的高低则决定决策者会选

择什么样的风险选项,即决策者会选择实现可能性更高的风险选项。

本文对于中国如何推动田中亲自访华并实现中日复交的理论与历史经

验的讨论,对于当前的中国如何改善同他国的外交关系也具有一定的现实

启发。首先,结合许诺和施压两个维度的说服工作是改善、提升同他国关系

的重要手段。需要指出的是,说服工作并非所谓“干涉他国内政”,而是通过

与他国良好的民间、政党关系引导该国的执政党制定顺应、符合时代潮流的

对华政策。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

发展的重要力量的今天,同中国维持健康友好的双边关系是符合各国民众

的根本利益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因此,说服工作是旨在推动他国领导

人看清时势、做出正确选择的重要手段。其次,为了使说服工作发挥预期作

用,需要与他国构建良好的民间、政党关系。中国对日说服工作的案例表

明,中国同不少政党和政治家的紧密关系,以及在日本社会中良好的民意基

础,在1972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复交舆论浪潮,对田中构成了巨大的舆论和

政治压力。这使得中国的说服工作得以成功,并最终推动田中决定在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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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访问中国,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可见,与他国良好的民意基础和政党关

系是说服工作成功的关键所在。最后,在他国建立良好的民意基础,与他国

建立良好的政党关系,需要积极开展人文交流,提升他国民众对我国的好感

度;与包括反对党在内的他国各政党维持良好的党际关系,塑造制定友好对

华政策的政治环境,对与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政党外交进行有效的平衡。


